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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城市再洗牌，北方为何仅剩北京？
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成绩单已经公布，

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
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
京、武汉。如无意外，这个排名会成为 2020
年的全年排名。

相较去年，南京取代天津跻身十大城市
“俱乐部”。天津创下了自晚清以来在全国
城市中的最低排位，而十大城市中南方和北
方 9：1的比例，也创下上世纪以来的最悬殊
纪录。

无怪乎有人惊呼，中国的东西差距已经
变成南北差距，北方的“塌陷”成了中国区域
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事实上，自两宋以来，中国经济南重北
轻的格局就非常稳固，从晚清开始的南北相
对平衡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偶然，头
部城市中南方占去绝大多数名额，不过是历
史自然的回归而已。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工业经济整体上呈
现北重南轻。东南沿海条件优越的浙江、福
建、广东三省，因为战备因素几无工业投资，
大多数重点工业项目都分布在北方，虽然中
苏交恶之后，东北一部分厂矿和资源向中西
部内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北“共和
国长子”的地位仍然巩固。以至于在 1978
年，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北方占去
六席（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
岛）。

但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方
城市的相对地位就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除了京津以外，经济总量
曾跻身前十的北方城市就只剩下沈阳和青
岛，十大城市中的南北比例基本稳定在 7：
3。到了 2011年，成都超越青岛，十大城市
的南北比例变为8：2，直至今年，天津也将最
终退出十大城市之列。

解码全球城市竞争力，谁在领跑中国城
市？

一、北方为何二度“崛起”？
自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始终

未变。但在近代，中国出现了近千年来唯一
一次的经济重心重新北移，而且这一轮重心
北移持续了将近百年之久，从而改变了明清
以来的南北经济既有格局。

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
上海率先开埠。上海坐拥长江口地利，又在
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快速崛起，一跃成为东亚
的金融、商业和贸易中心。但第二次鸦片战
争之后，沿海开放由南及北，青岛、天津、大
连快速勃兴，环渤海地区和东北，成为这一
轮经济重心“北移”的主要承载者。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在尚无航空业的
年代，天津既是进入北京的交通要冲，又是
协防北京的军事拱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实施“双驻地”（轮驻保定、天津）之后，天
津既在事实上成为整个直隶的“省会”，又成
为帝国军政体系的关键节点和北方最核心
的对外开放枢纽，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仅次
于上海的重要滨海都会。

青岛和大连，地处海湾，坐拥深水良
港。青岛被德国占据，大连先后落入俄罗斯
和日本之手，列强最看重的其实是它们可以
靠泊军舰的战略价值。青岛和大连不同于
上海、广州、香港，并不位于主要河流的河
口，天然的经济腹地有限，这两座城市的快
速近代化，主要是源于外来统治者的推动。

东北原本是满洲祖地，长期以来禁止关
内居民迁入，人口稀少，经济基础薄弱。但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却“异军突起”成为全中
国的经济高地。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空调的发明，
全球人口普遍向低纬度地区迁徙，严寒的东
北也成为人口净迁出地。但在一百多年前，
东北却有着巨大的诱惑。土地肥沃，地广人
稀，这对饱受人多地少之苦的关内居民而言
颇具吸引力；东北平原面积就达到 35万平
方公里，和整个日本大致相当，但日本国土
八成是山区，东北平原的面积相当于日本可
耕地面积的五倍以上，因而一直受到军国主
义日本的垂涎；对俄罗斯而言，中国东北也
是一块“肥肉”，大连旅顺的深水良港，是俄
国势力在亚太渗透的桥头堡，而中长铁路
（即满洲里—绥芬河和哈尔滨—大连旅顺）
也成为俄国在远东利益的生命线。

从甲午海战开始，日本、俄国及其代理
人在中国东北展开了五十多年的争夺。先
是日本获得占领辽东的权利，“三国干涉还
辽”下未能如愿。之后俄国又占领旅大，日
俄战争之后旅大权利又为日本所攫取。此

后，日本、俄国（苏联）和奉系军阀在东北争
斗有年，直至 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彻
底为日本所控制。国共内战，东北成为关键
胜负手。1952 年，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
1955年，苏军从旅顺口完全撤军。至此，日
俄历史上在东北攫取的全部权益最终收回。

东北的近代化，既有俄、日入Q并经营
的因素（典型的如大连、哈尔滨），也和奉系
一度相对稳定的管治有关。特殊的政治地
理环境，让东北相对关内呈现出战乱较少、
政治相对稳定的特点。在整整三四十年的
时间里，关内战乱频仍，东北却相对和平，加
之煤、铁、黑土地之利，到 1945年，东北的工
农业产值，铁路、公路里程都超过关内各省
之和。

1949年以后，由于“一边倒”的外交政
策，东北继续成为共和国工业投资的重点。
苏联援华项目在东北优先布局，进一步巩固
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地位。直至上世纪
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东北在国家投资中的地
位才有所下降。从 1898年俄国租借旅大，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整整六十多年里，东北
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工业投资最多的
地区。要知道，广东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的
领头羊，不过因为其开放整体上较其他省份
提前了大约十年；东北在全国领跑了六七十
年，光是“吃老本”也是了不得的。

二、沿海城市的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重返联合国、中美

破冰、中日建交等为标志，中国的地缘政治
环境出现显著变化。中美苏“大三角”格局
的重组，成为改革开放得以启动的国际大背
景。

这其实也是中国经济重心再度南移的
基础。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外部因素从俄
国/苏联，变成了美国。来自日本和东亚四
小龙的资金，以及主要通过香港这一中介流
入中国内地的欧美资金，成为中国经济主要
的外部水源，而西方国家和亚太地区，也成
为中国主要的贸易方向。

从那时起，曾经因为战备原因少有投资
的广东、福建、浙江，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
位出现“逆转”。1980年设立的四个经济特
区，全部位于广东、福建，开放相对较晚的浙
江、江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了中国最
早的个体户，杀出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的创
业新路，也诞生了“温州模式”“义乌模式”

“苏南模式”。就中国经济大盘而言，东三省
的“定盘星”地位，逐渐被苏浙闽粤四省取
代。

无论从港口条件、海岸线长度还是人口
腹地来看，东北都远不如东南。在上世纪的
前半叶，东南经济不如东北，其实很大程度
上并不是因为东北有多好，而是因为在民国
长期战乱（尤其是抗战影响）和建国初期对
外封闭和备战的条件下，原本应该很好的东
南经济表现太差。东南实力对东北的全面
超越，这并不是南方的幸运北方的落寞，而
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相对比较优势的
南方地区，最大限度地代表全中国享受了全
球化的红利，这是整个中国的幸运。

由于黄河和长江在水量、航运等方面先
天条件上的巨大差距，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一向并不能和长江中上游相比，
郑州、西安等城市从来没有进入过全国前
十。过去南北所谓的“相对均衡”，在头部城
市里靠的其实就是北京、天津、青岛、大连、
沈阳、长春、哈尔滨。也就是说，北方城市在
十大城市里能占几席，主要看东北。东北城
市相对地位的倒退，最终就会反映成北方城
市的“大溃败”。事实上，从 1995年开始，大
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这四个东北城市就再
也没有一个进入全国前十了。

虽然东北城市纷纷从“十强榜”上退出，
但天津和青岛还是一度坐稳了前十之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获得增长红
利的主要是沿海城市。只要不靠海的城市，
经济表现总体都比较差，沈阳、长春、哈尔滨
在退步，重庆、成都、武汉也同样在退步，苏
州、无锡、宁波、佛山等沿海地区的非省会城
市，一度在城市榜上表现抢眼，风头远远盖
过了成都、武汉和南京。

为什么当时沿海城市明显强于内陆城
市？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产业结构。彼时中
国，最重要的产业是钢铁、石化、纺织、轻工
等，这些行业对运输成本极为敏感，因而高
度依赖海运，并且很难向内地转移。（时至今
日基本上这些工业仍然主要分布在沿海省
份。）因此，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的初

期，内陆省份和城市普遍是吃亏的。现在已
经沦为后进省份的河北，当时仅凭“以钢为
纲”，就牢牢占据“十强省”的地位。

迈进“十四五”，中国城市“生死线”渐明
三、所谓重心“南移”的本质是什么？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从“东西差距”逐渐

变成“南北差距”，关键的转折出现在 2008
年以后。

如果我们不看“十强榜”而是看“十五强
榜”，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南北差距”扩
大的本质。

2020年相较 2008年，十五强城市中在
排名上退步的是广州、苏州、天津、无锡、青
岛、佛山，清一色是沿海省份沿海准沿海城
市（而且这六个退步的城市里也有四个是南
方的）。

在排名上进步的是深圳、重庆、成都、南
京、武汉、宁波，除了深圳和宁波全部是非沿
海高行政级别城市。2008年在十五强榜上
现在跌出十五强的，是佛山，一个纯而又纯
的“南方城市”，而取代佛山的位置的是长
沙，南方最强的地级省会城市。所以如果不
看“十强榜”改看“十五强榜”，其实 2008年
南北比例是 12:3，现在还是 12:3，并没有“十
强榜”那么悬殊。

我们这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所谓的
“东西差距”变“南北差距”，实质上是人口大
省（尤其是内陆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发展
速度远远快于沿海城市所致（不管这个沿海
城市位于南方还是北方），但是恰恰除了河
南之外，所有的内陆人口大省都是南方省
份，所以就显得南方很强北方很弱。

人口腹地，取代了港口条件，成为最近
十年来城市竞争格局最重要的胜负手。正
如我之前说过的，一个人口大省的省会，选
对了主导产业，经济起飞是必然的，要是再
有一两所好大学，那就更开挂了。所以在一
片“北方不行了”的惊呼里，郑州稳扎稳打逆
风翻盘，其实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一亿人口的
腹地，而它是北方唯一一个拥有如此庞大人
口腹地的单极化省会。

这一变化何以发生？关键在于产业结
构的变化。从二产和三产关系来看，三产的
占比在提高；从二产内部来看，在钢铁、石
化、纺织、家电等上一代产业之上，汽车、电
子、制药等层次更高的产业占比大幅提升。

省会城市，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的显著特
征，就是有更庞大的第三产业部门。更多的
机关，更多的省属企业和金融机构总部，更
多的学校、医院、科研院所……它们天然地
构成省会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

反观非省会城市，就业人员中上述三产
从业人员的比例天然较低，而以农民工为主
体的产业工人群体占比更高，因而整体消费
能力远远弱于省会。即使是深圳、苏州两个
最顶级的非省会城市，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都低于广州和南京。省会城市更庞大的
消费基础和更丰富的福利资源，使省会城市
的人口集聚能力一般都显著强于非省会城
市。道理很简单，有更多的人消费，就可以
有更多餐饮、零售、交通、文化娱乐从业人员
的涌入。

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使
得即使是在工业这个领域，内陆省会城市的
竞争力也明显增强。汽车、电子、制药等产
业，生产的终端产品单价比较高，很多产品
对运输时效的要求远远高于对运输成本的
控制，空运、陆运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海运
成为许多终端产品的主要运输方式，内陆城
市的交通劣势不再存在，甚至距离欧洲更近
的成都、重庆反而得到了新的物流优势。

另一方面，这些产业仍然需要大量的产
业工人，哪里的产业工人供给多、成本低，哪
里就会成为企业的优先投资地区，内陆地区
的“人口大省”就由此重塑了比较优势。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在东部地区就
业的农民工减少了 108万，在中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就业的分别增加172万和180万。城
镇化率相对较低，农民工资源富集的中西部
省份的省会，成为了这一波产业转移中的新
赢家。

四、北方为什么不行了？
理解了这个逻辑，北方各省（主要是环

渤海和东北）的经济颓势就很好解释。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城市群时代。一个

不能产生头部城市的地区，发展动力就天然
不足。因此，当北方城市在全国城市榜单上
退步的时候，它们所在的省份也就在省份榜
上逐渐滑坡。

南方和北方省份的人口规模差距非常
巨大。我们来看 2019 年各省、自治区（27
个，不含四个直辖市）常住人口，辽宁排名第
14位，恰好居中。人口比辽宁多的 13个省
（区），只有山东、河南、河北三个北方省份，
另外 10个都是南方省份。而人口比辽宁少
的13个省（区），只有福建、贵州、海南、西藏
四个南方省份，另外 9个都是北方省份。南
方省份基本都在人口榜前列，北方省份基本
都在人口榜后列，没有人口，谈何发展？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常住人口分
别是4000万、2000万和3000万量级，充其量
只能算中等省份。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仅
仅缺少人口腹地这一件事，东北大城市想要
扩张就是无解的。而另一方面，由于东北发
展早，城镇化率水平很高，产业工人的基数
就更加不足了。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68.11%，仅次于沪京津粤苏浙六个
发达省市高居全国第七，黑龙江城镇化率
60.9%，排在全国第十三。

城镇化率高，意味着在农村尚未转移的
可以成为农民工的人口的基数少（城镇化率
低，意味着可以转移到城市的潜在农民工
多）。发达地区尚且可以通过吸引外省农民
工来补充劳动力，东北作为人口净流出地
区，这条路径也不成立。何况，由于东北人
少地多土地肥沃，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
关内，东北本地农民转型为农民工的意愿本
来就低。

在这种情况下，到东北投资比起到关内
城镇化率低的省份（四川、安徽、湖南、河南
的城镇化率全部都是倒数前十）的省会投
资，必然面临“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当
然增量工业投资会更多集中在关内的人口
大省。

当然有人又要说了，东三省是缺人，但
河北和山东都是人口大省啊，为什么也不
行？

我们已经提到一个趋势——随着内陆
省份近年来的崛起，农民工是逐步从东部向
中西部回流的，在这个大背景下东部和中西
部的选择是不尽相同的。

就东部地区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核心城
市周围的都市群做大做强。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就是最重要的两个都市群，必须让
这些都市群有更多的配置全国性资源的能
力，提供可以辐射全国的高端岗位，从而继
续强化对全国其他区域人口的吸引力。

而就内陆省份而言，主要就是搞“强省
会”，从而最大限度吸引农民工回流。

所以，河南、山东和河北三个省的命运
出现了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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